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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Chinese youth subculture presents its unique subculture characteristics. To be spe-
cific, from the expression form, the style of ritual resistance is gradually weakened or even dis-
solved, and the recreational style that pursues pleasure gains the upper hand.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production mechanism, generation interpretation mode and class structure mode cannot 
fully explain Chinese youth subculture, while scene-based spatial production practice is a possible 
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mode, the compartmentalized community based 
on individu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group identity is disintegrating, and interest and emotion 
become the bond to maintain the loose “new tribe”. Mobile “nomad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inary identity of the subcultural community in such interactive ways as 
sharing, 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observation of “bi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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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中国青年亚文化呈现出具有独具特色的亚文化特征。具体而言，从表现形式上看，仪式抵抗的风

格逐渐被弱化甚至消解，追求快感的娱乐化风格占据上风。从生产机制上看，世代阐释模式和阶级结构

模式不能完全解释中国青年亚文化，基于场景的空间生产实践则是一个可能的维度。从互动方式上看，

基于个人的身份建构和群体认同而维系的区隔化社群正在解体，趣缘和情感成为维系松散“新部落”的

纽带；流动的“游牧民”在分享、协作和“大事件”的集体围观等互动方式中，积极参与并建构着亚文

化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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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2 年，随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关闭，伯明翰学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西方学界尤其是

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则承接着伯明翰学派未竟的事业，不断建立和完善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

国内学术界目前尚较少关注到后亚文化理论，在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仍沿袭着芝加哥学派越轨亚文

化和伯明翰学派阶级视角的理论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亚文化不仅嫁接了欧美及日本的亚文化元素，还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

年亚文化风格。从中国青年亚文化逐渐进入媒体和主流大众的视野，到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群

体的表现形式、实践模式和价值理念就处于不断地变动发展的状态。如今，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结构

变迁，互联网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面貌，中国青年亚文化发展出更为丰富多元的风格类型，亚

文化的生存环境更为开放包容，青年亚文化群体呈现出更积极的创造性和更多样化的表达形式。随着中

国青年亚文化的不断演化与发展，旧有的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变动中的青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已

呈现出本土化的风格与特色，西方旧有的亚文化理论，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是否仍适用，

则需要进一步考察。因此，本文从表现形式、生产机制和互动方式三个角度，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当代

中国青年亚文化表现出怎样的新风格？亚文化的生产机制有何新变化？亚文化群体间的互动又呈现出哪

些方式？  

2. 我们生产“自嗨”：仪式抵抗的消解与追求“快感”的娱乐化风格形成 

二战后，英国的工人阶级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表现出深刻的阶级矛盾。在伯明翰学派看来，工人

阶级在穿着举止、流行文化方面所生产的文化符号和风格特征，具有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抗争的抵抗意

义。伯明翰学派正是以英国工人阶级及其创造的亚文化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导

范式。 
伯明翰学派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阶级文化，将其置于社会结构中考察。因此，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

构因素成为伯明翰学派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主要研究框架，并将这些因素整合为一个根本性的概念：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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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费斯克将风格一词界定为：“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1]。风格是青年

亚文化的符号系统，亚文化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独特风格，象征着仪式抵抗的意义。立足于仪式

抵抗的风格概念是伯明翰学派研究青年亚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议题。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囿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霸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理论，一味强调青年亚文化的抵抗风格，为青年亚文化研究披上了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寄

希望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抵抗能解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甚至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研究当代

中国的青年亚文化，风格依然是必要的理论，但抵抗仪式已然不能解释青年群体在亚文化生产实践中的

所有行为模式。 
后工业化的亚文化表现为多种风格的融合，消解了传统亚文化结构的区隔，弱化了抵抗的意义[2]。

当风格独特的“亚文化资本”转变为流行时尚时，亚文化便不同程度地失去抵抗性，与大众文化就有了

相互转化的可能[3]。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价值观的侵蚀，商业资本将青年

亚文化的抵抗符号收编并转化为流行符号，并经由大众媒介传播。近两年在中国青年亚文化场域中流行

的现代街舞、嘻哈音乐等“潮”元素，源自美国黑人的 hip-hop 文化，其中蕴含着黑人争取平权的政治诉

求和追求个性自由、反传统和权威的价值理念，拥有先天反主流文化的抵抗基因。但在消费主义社会，

这些具有抵抗意义的青年亚文化被商业资本改造为各种嘻哈风格的潮牌商品，并深受青年群体的追捧。

此外，《中国有嘻哈》等综艺节目在主流电视媒体播出，既是主流社会对青年亚文化的接纳与认可，同

时又模糊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界限。主流媒体与商业资本共谋，在收编与改造青年亚文化不遗余力，

逐渐消解了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 
其次，伯明翰学派过度强调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无视亚文化自身的娱乐性风格，也是风格抵抗理

论的局限性所在。青年群体在生产、传播和消费部分亚文化的过程中仅仅是为了满足娱乐需求，获得心

理上的快感，并未表现出抗争意图。瑞德海德(Redhead)认为，快感已经取代了政治和反主流文化的背景

下，伯明翰学派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的解释已显多余[4]。 
快感表现为个体与自身肉体的关系，通过满足肉体生命，达到与物质世界中必需的物质存在相和谐

[5]。例如“宅男宅女”指的就是长期居住在家，极少参与社会活动的群体，他们常常沉浸在由动漫、动

画、游戏等媒介构成的二维世界中，在其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另外在 UGC 视频、网络直播、娱乐短视

频等生产场域中，青年亚文化群体通过挖掘景观空间中的所指或意义，精心设计了视觉的呈现效果，建

构着视觉文化[6]。青年亚文化群体所生产的影像文本是一个失去了本质意义的现象世界，是一种虚拟仿

真的“类象”。用户在即时的娱乐表演场景中伪造了一个拟真的世界，看似客观真实的影像文本被超真

实的虚假拟像所替代，实则扭曲了现实本身，遮蔽了深层的社会逻辑和文本意义，以超真实的伪世界模

糊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青年亚文化群体通过生产和传播表象意义的视觉文本，本质是为满足

其虚幻的快感。真实感和距离感消失，其结果是文化的内在批判性和否定性维度消失[7]。超真实的视觉

景观使现实虚拟化，文本的深层意义被解构，重塑着人的思维，弱化了人们解释深层意义的能力。因此，

在青年亚文化中，经由拼贴、同构和表意实践等构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文本，使主体沉浸在虚幻的快感

体验中，淡化了青年亚文化中的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消解了亚文化的抵抗特征，形成了追逐快感

的娱乐化的新风格。 
除了上述的视觉文本外，网络流行语作为符号文本，既凸显了青年亚文化的独特风格，也反映着当

下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近年，“佛系青年”逐渐替代了“屌丝”一词，成为当下青年亚文化群体焦虑、

迷茫等消极心态的投影。“佛系青年”指的是个体无欲无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反映了青年群体对

现实世界的无奈和妥协。受到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侵蚀的“佛系青年”们，宁愿沉浸在消费主义和享乐

主义中，表现出自我迷失与虚无主义色彩。“丧文化”的流行则更进一步地彰显了青年群体面对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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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颓废和无力。“葛优瘫”是“丧文化”生活状态最真实的写照——四肢无力地瘫坐在柔软的沙发里

的表情包，象征着青年群体渴望达到轻松闲暇的生活状态，本质上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宁静。“丧文化”

还将主流价值体系所宣扬的积极的“正能量”放在对立面进行批判，并解构了“鸡汤”和“成功哲学”，

使之污名化。与此同时，“丧”话语的流行也反映着当下青年在现实中的退缩和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

丧失[8]。在“丧文化”语境下，“英雄主义”仅停留在想象层面，通过观看好莱坞大片中的虚构英雄或

在电子游戏中扮演可操控的角色，建构着想象式的英雄主义，实现了虚拟英雄角色的扮演。 
在学者胡疆锋看来，伯明翰学派的抵抗风格仅是一种符号层面的象征性抵抗，青年亚文化亦是一种

象征结构，无法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仅仅是一种充满了想象性的抵抗仪式[9]。王佳鹏研究网络流行语

后指出，青年群体关注的内容从政治公共领域转向了生活和娱乐领域[10]。从“屌丝”到“佛系青年”，

“从二次元”到日常生活场景的呈现，青年群体沉浸在消费主义与娱乐工业的浸染中，追逐着无休止的

快感，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仪式不断被消解和解构。 

3. 我们是场景的“搬运工”：亚文化空间建构 

如前所述，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突出以阶级为中心的权力关系。伯明翰学派吸收了阿

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福柯的权力观念等理论，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抵抗结

构理论，并将其贯穿于伯明翰学派的学术体系中。文化与权利的合谋是通过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

的[11]。因此，在伯明翰学派看来，阶级背后所隐含的权力争夺是形成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因素。 
然而，研究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应该考虑阶级视角的适应性。1978 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

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层面的阶级观念不断弱化。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

阶层结构经历剧烈的变迁，由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身份等级”社会转向了复杂的“阶级阶层化”

的社会[12]。市场化和城镇化使中产阶层逐渐成为新兴阶层，乡村青年进城务工群体则构成了新世代农民

工群体，青少年学生群体作为青年亚文化生产消费实践的重要群体，其内部亦隐含着复杂的阶层差异。

因此，孕育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土壤中，尤其是在互联网场域，马克思政治意义上的“阶级”维度并不是

中国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早在伯明翰学派提出“阶级”为核心的结构模式之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便

在《世代问题》中提出了阐释“世代风格”的世代理论，认为特定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力量对世代的形成

有着深远影响，世代风格的出现取决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触发，年轻一代易受到这类触发机制的影响[13]。
世代模式以年龄的差异，区隔和划分青年亚文化内部的差异性。 

主流社会普遍将中国的世代以年代为标签进行划分，如“80 后”、“90 后”、“00 后”等，同西

方普遍认为的 30 年为一代的代际跨度相比，中国新老代际交替的时间仅以 10 年为一代。近年来主流媒

体和学界亦将“95 后”视为一代，“五年为一代”凸显了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大环境下，代际间的异质

性愈发明显，代际更替愈加频繁。中国的“80 后”、“90 后”分别在其青年和少年时期迎来了互联网技

术的普及，作为数字原住民的“00 后”则从一出生就浸泡在互联网技术中成长。不同世代产生了具有各

自鲜明代际风格的青年亚文化。例如“80 后”较早接触到欧美亚文化中的“朋克”、“摇滚”等元素；

论坛和博客等书写空间的兴盛使“80 后”更注重文字的表达；“90 后”普遍接纳并广泛传播日本的“二

次元”文化，还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火星文”、“杀马特”等“非主流”文化；QQ 空间、人人网等社

交网络成为这一世代的集体记忆；“00 后”则迎来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乐于使用短视频、网络直播

等影像为主导的媒介进行自我表达。 
虽然中国的世代色彩更为浓厚，但世代阐释模式有其固有的缺陷。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世代阐释模

式构建了青年亚文化的“无阶级神话”，单纯地强调年龄差异在文化类型差异中的决定性，掩盖了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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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阶级不平等的实质[14]。其次，中国的亚文化生态更为复杂，如女性主义、性少数、粉丝文化等多种亚

文化类型兴起的背景下，仅以“90”、“00”的代际划分并不能完全覆盖和诠释中国青年亚文化多元化

的生态。此外，一些亚文化如“二次元”文化、电子游戏等，分布于不同世代的青年群体中，并不能单

纯地归属为某一世代的特色。 
后亚文化理论抛开世代阐释模式，同时也解构了伯明翰学派的抵抗模式，提出了“场景”、“新部

落”等概念。斯特劳(Will Straw)最早将场景概念理论化，指出场景往往超越了特定的地点，反映了不同

人群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状态，是经由特定的音乐风格而结合的特殊联盟。场景的概念不

仅限于音乐亚文化的实践，其灵活性和泛本质主义的性质使场景概念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文化实践[15]。
贝内特则进一步地将场景细分为地域性场景、跨地区场景和虚拟场景三种类型[16]。场景概念的提出既突

破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容纳了更为多样化的亚文化生产实践形式。亚文化群体通

过建立、转换和管理场景空间来生产场景，场景与空间的转换靠的是符号意义的赋予，场景发生的空间

对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和延续十分重要[17]。 
麦克卢汉曾言，电子时代将使人类重新部落化。米歇尔·马菲索里(Michel Maffesoli)将当代社会视为

重归古代部族的新部落主义，具体表现为追寻归属感或对品味或风格的分享[18]。麦克卢汉的“重新部落

化”与马菲索里的新部落主义都将后亚文化生产机制指向了空间。列斐伏尔亦指出，空间是由社会行为

所塑造的[19]。空间在社会实践中构成，人们居住其中，并在日常生活的参与实践中改变和再现空间。因

此，社会空间也是文化生产空间，基于现实空间的物理场景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虚拟场景成为当下青年

亚文化生产实践的空间。 
我国青年亚文化生产场域中，长期以来由城市青年掌握着亚文化生产的话语权，农村务工青年群体

在亚文化的生产实践中处于失语状态。城市是生产文化的主要场所，城市空间是青年表演的舞台，是青

年构建自我和建立社会认同的场所，亦是孕育青年亚文化并使之延续的容器。欧美青年亚文化便发端于

城市空间。西方城市的街道与广场等公共空间历来作为公民集会的场所，象征着丰富的政治意义，其衍

生出的亚文化天然带有抵抗的文化基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青年群体较先接触到欧美

亚文化，并将其嫁接而来，故中国青年亚文化首先扎根于城市空间。杨晶将中国青年群体大致分为以消

费符号为主的城市青年群体和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青年[20]。在中国城乡二元的对立结构中，城市青年亚

文化及城市青年群体在主体性的建构中主导着亚文化审美的占位系统，农村务工青年的形象被“他者化”

而处于边缘位置，乡村文化依附于城市文化的正统性。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短视频成为新兴的文化生产场域，为网络青年亚文化营造虚拟场景

提供了生产空间，身体空间与户外空间能够存在于网络虚拟场景中。媒介技术为人类身体的存在提供了

多元化的空间，虚拟场景实现了身体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可能。表演者利用媒介技术将现实生活场景编码

为影像文本，并呈现给受众时，经由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流动性的场景突破了本地化的局限，并成为互

联网场域中的虚拟场景。在娱乐短视频和网络直播中，演员的身体在前台，城市景观或日常生活场景则

充当舞台背景，表演者的身体与背景融为一体，街舞、滑板、说唱音乐等亚文化表演，呈现着日常生活

的视觉图景，构建着线下和线上两个空间中的场景。 
农村务工青年在技术赋权下，同样参与到文化生产实践中。近年来，“土味文化”成为青年亚文化

中的新潮流。新生代农民工在短视频媒介场域的空间生产实践中，展现了原生态的乡村景观及文化符号。

“土味文化”迥异于城市中的潮流文化或都市文化，前者表现出乡土气息的视觉图景，其趣味性和新鲜

感引起了城市青年的观看欲望，同时亦是务工青年自我建构和认同的路径。当个体的身份、所属的地理

空间与其所呈现的文化趣味相符时，便产生了文化自洽性，强化了个体原有的地理空间经验与自我身份

认同的联系，在其所属空间中完成了主体性建构。即当农村青年呈现的是乡村的自然风光时，乡村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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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为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有着理想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图景，并赋予了乡村空间以社会意义——中国

人的乡土情怀与“家”的回归，同时建构了乡村亚文化的场景。 
另一方面，农村青年也通过占领城市空间的方式，积极将“土味”的风格融入城市空间，乡村青年

在城市空间中建构着主体性和身份认同。以前因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使乡村和乡村文化被“他者化”建

构；但在扁平化的亚文化视觉场域中，则弥合了城市主体性和乡村的“他者”的差距。同时，务工青年

在亚文化生产实践中，也尝试学习和借鉴城市亚文化的风格。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媒介是技术工具，其

社会属性较弱，因此在媒介平台上所呈现的内容并不会因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结构性因素而受到阻

碍，任何一种风格都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中自由呈现，从而淡化了世俗的社会标签。技术的赋权亦使得青

年亚文化由大众媒体的“他建”走向了“自建”，一些“审丑”、“猎奇”等不符合主流文化审美标准

的内容也可以在赛博空间中得以呈现。 
列斐伏尔曾言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

的社会空间”[21]。移动互联网特别是短视频的兴起，将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连成一体，用户在现实

空间中的亚文化生产实践经由媒介技术上传到网络空间，呈现着日常生活的图景。场景的流动性亦打破

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将城市与农村的青年亚文化之间“去他者化”而逐渐融合。综上，世代阐

释模式和伯明翰学派的阶级结构模式并不能充分揭示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生产机制。青年亚文化的场

景生产，以现实空间的流动和现实与虚拟空间的贯通为基础，对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和延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4. 我们都是“二次元”：新部落与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传统的亚文化族群通过区隔化使特定类型的亚文化成员凝聚在特定的社群中[22]。Philip K. Bock 将

社会内部的社群视为相互分离的、以共同兴趣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群体，群体内部的个体被限制在特定的

社区、家庭、民族、阶级或等地为群体中[23]。青年亚文化内部各自形成了类型丰富多元、边界清晰的区

隔化亚文化族群，每个社群中又会分化出小圈子。譬如，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作为国内著名的二次元爱

好者聚集地之一，拥有动画、番剧、音乐、舞蹈、游戏、鬼畜等十多种亚文化类型，每种类型又细分为

数个子类型，例如音乐细分为电音、翻唱、VOCALOID·UTAU1 等。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群体的“抵

抗”是寻求认同的过程，即个体将自我身份与其他身份相互融合，不同的风格就成为了划分“圈内人”

和“圈外人”的标志[3]。个体的身份认知和对亚文化社群的认同，是社群成员之间相互支持、互动交流

的情感基础，也是维系社群存在和延续的纽带；社群则为成员提供交流的空间，并为个体提供群体归属

感，同时也将那些不同(亚)文化类型的其他社群归为“他者”，从而形成区隔化的社群。在詹姆逊看来，

群体间的关系是不自然的，是斗相互争或暴力冲突的关系，唯一积极或宽容的相处方式是相互分离，每

个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24]。 
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场景空间的流动性特征愈显，亚文化空间正被重构为一个新的互动场域。

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辖域化了的欲望生产即是社会生产[25]。互联网生产场域将亚文化解辖域化，使亚

文化的仪式抵抗或追求快感享乐的欲望得以释放，并源源不断地在青年群体的自我表达中形成了多元丰

富的亚文化类型。另外，政府的主导、主流文化的包容和商业资本的收编，使青年亚文化获得了空前的

繁荣。大卫·钱尼(David Chaney)指出，亚文化社群表现出的某些变化趋势改变着既定的文化区隔[26]。 
第一，互联网时代，社群的认同机制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开放性的本质相违背。任何接入互联网

 

 

1VOCALOID 和 UTAU 分别是两款音频编辑合成软件，网民可利用软件将人声合成歌声数据库，并供其他网民使用并制作声音或

歌曲。日本虚拟歌姬初音未来、中国虚拟歌姬洛天依等，均是由 VOCALOID 软件开发合成的音源库。VOCALOID·UTAU 已形

成了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其独特的音乐风格作为亚文化的子类型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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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和群体都构成网络空间的主体，无法完全孤立地存在。亚文化社群处于共同的互联网场域中，信

息与文化的互联互通终将打破区隔化、孤立封闭的状态。第二，全球化浪潮及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兴

起，商业资本利用成熟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收编亚文化，将后者打造为文化产业；亚文化社群的抵抗意

义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中逐渐被消解。第三，互联网技术重构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将整个世界连为整体，

唤醒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共同体意识，区隔化的亚文化社群内部的族群意识弱化，群体认同危机渐显，

等级结构和“鄙视链”逐渐瓦解，各个亚文化新部落之间形成相对平等的关系，共同体意识构建着兼容

并蓄的价值理念。青年亚文化社群正在演变为以共同兴趣爱好维系着的扁平化、无阶层等级的亚文化新

部落；个人的身份建构和群体认同不再是维系社群的纽带。短暂的解辖域化之后，青年亚文化便处于再

辖域化的过程，由“游牧民”们联结的“新部落”与“根茎”式的亚文化共同体成为新的亚文化生态。 
新部族群体是松散的、不断变化的通常比较短暂的联盟，以成员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为中心，以

情感为纽带[27]。马菲索里在“the time of tribe”中写道：“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被一种

移情的‘社会性’所取代的倾向，这种‘社会性’由一系列的氛围，情感和情感所表达”[28]。个体成员

的共同兴趣爱好是维系亚文化共同体的纽带。广义的兴趣爱好还包括文化特征、行为习惯、情感理念、

价值观、方法工具等相近的同类聚集[29]。青年亚文化也发展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

面：区隔化的亚文化社群正在走向联合，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趋于融合，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结界”

被突破。 
首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使亚文化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亚文化类

型越来越丰富。2018 年，中国 IG 战队在电子竞技赛事“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S8 赛季全球总决赛”中夺冠，

这一在中国电竞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不仅是电竞游戏界的狂欢，也成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共

同的集体记忆。 
对于个体而言，亚文化社群的解体则使个体褪去了限定的身份认同，成为离散化的主体，也即在部

落间流动的“游牧民”。“游牧民”的身份更为多元，不再囿于某一特定的亚文化社群或领域，而是根

据自身的兴趣，在各个亚文化新部落自由流动，并与多个主体展开线下或线上的交流互动。某个个体可

能既有“宅男”的标签或“up 主”的身份，同时也可能在参加线下的亚文化兴趣社团，甚至参与 Cosplay
表演。互联网去中心化和超域化的本质打破了社群或“小圈子”的藩篱，亚文化新部落之间的联合，促

逼着青年亚文化群体不再以阶级、性别等世俗标签聚集，而是基于彼此之间共同的兴趣和情感，从个体

的身份建构和认同转向了对亚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与认同。中国亚文化社群正在由破壁走向融合，

亚文化共同体正在成形。 
其次，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从抵抗与收编的角逐走向了兼容并蓄、协同发展。“火星文”曾是属于“90

后”世代的风格独特的亚文化，就是将繁简中文、日文、韩文等文字符号通过组合、拼贴等形式创作的

表意链断裂的符号文本，解构了原有文本的所指意义。“火星文”鲜明地表现出抵抗的风格，尤其是对

“垮掉的一代”这一标签的象征性抗争。但“火星文”等非主流文化被主流社会规训，并使之丧失合法

性，最终归于沉寂。然而近年来，亚文化群体所创作的网络流行语逐渐被主流媒体接受并报道，如主流

媒体人民日报报道并评论了“佛系青年”、“杠精”等网红词汇；每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经典语录

都会由“段子手”们迅速整理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主流媒体报道的词汇如“命运共同体”等，也被亚

文化群体所接受和传播。此外，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议题上，亚文化与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步调趋于一

致。在“帝吧出征”、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等事件中，中国青年群体彰显了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 
最后，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得以贯通，亚文化从赛博空间走进日常生活。始于 2004 年的中国

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简称“ChinaJoy”)在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已连续举办十六届，展会内

容包括电子游戏竞技、动漫、网络文学、Cosplay 等，现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亚文化展会。2016 年，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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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姬洛天依首次“冲破次元壁”，登录湖南台春晚。虚拟偶像从网络场景走进日常生活场景，意味着虚

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物理界限的贯通，极大地拓展了亚文化的生产空间。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到，基于相互肯定即本质意志之上的，把关系作为整体及团体的结

合，就是共同体；共同体可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结合的范畴[30]。当人们彼此肯定和认同广义上的亚文化时，

亚文化共同体便存在着。在亚文化共同体中，青年群体的互动方式有如下几种： 
基于兴趣的分享是建构亚文化共同体的方式之一[22]。网络的开放性使分享行为随处可见。在国内知

识问答社区“知乎”中，不仅有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针对某一专业领域问题的回答，亚文化领域相

关的问题也常常登上热榜。网民在无私贡献和分享自己的知识时，也参与到亚文化的传播中，使更多人

了解亚文化。“安利”、“种草”等网络流行语也成为青年群体普遍的行为方式，当人们看到性价比高、

物有所值的商品或是网络上有趣的内容时，便“强烈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经由网络社交媒体的分享行

为或信息的共享互动，使亚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通过分享式传播，亚文化不仅跳脱出类型的限制，形

成了亚文化共同体的生产实践空间，也使得更多潜在的“游牧民”加入“新部落”，并建构着对亚文化

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 
个体间跨“部落”的协作过程也是建构亚文化共同体认同的过程。2019 年，哔哩哔哩弹幕网于除夕

举办了“拜年祭”，形式类似于主流媒体的春节联欢晚会。时长 236 分钟的“拜年祭”中，不仅包含二

次元歌舞、鬼畜、动画等亚文化类型，也包括音乐剧、聊天访谈等节目。在形式上亦有模仿主流春晚，

如开场表演、主持等环节一应俱全。目前 2019 年“拜年祭”已有近 4000 万播放数，约 140 万条弹幕。

“拜年祭”从制作到播出环节，需要各个兴趣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普通网民共同参与协作，网民发表的弹

幕、评论等也构成了“拜年祭”的组成部分。总之，分享与协作是互联网精神的本质，跨时空、跨领域、

跨社群的分享与协作打破了小圈子的壁垒，助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是后亚文化时代最主要的文化参

与实践形式。 
趣缘成为共同体形成的直接契机和形式[31]。当某个热点事件发生时，将会形成某种聚集，形成了“美

学共同体”或“钉子共同体”[32]。一旦亚文化圈内的有“大事件”发生，则这一“大事件”受到的关注

和传播的范围不再仅限于某一亚文化小圈子的范畴，而是引来青年亚文化群体的集体围观，就像古代部

落举行的仪式，吸引着分散各地的游牧民前来参加。例如，IG 战队夺冠后，网民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所到

之处均留下了与“IG”相关的弹幕、评论、帖子等，在一些视频网站和微博中出现了“刷屏”的现象。

另外，“今夜，我们都是 XX”句式的流行，也彰显着亚文化话语已不再是小圈子式的话语，而是转向了

宏大叙事，体现着亚文化共同体的意识。新部落成为了亚文化群体的临时归属。当某一事件的热度下降

后，聚集而来的“游牧民”又四散而去，在下一个“仪式”举办之前，进行着日常的生产消费实践活动。 

5. 结语 

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任何一种亚文化都处于与主流文化对立的位置，彼此间存在着抵抗与收编的角

逐。伯明翰学派将自身的政治情怀融于文化研究，甚至寄希望于亚文化能够成为抵抗资本主义文化，乃

至于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霸权？跳脱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框架，能够看到青年

亚文化除了抵抗性外，更表现着自娱性的一面；亚文化也有着与主流文化相互包容，甚至有与主流价值

体系站在同一战线的可能。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青年亚文化已经走过 40 个年头，其间既有对外来亚文化的嫁接与模仿，也有本

土化的改编和创造，亚文化的表现风格、价值观念、精神内核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其中既有亚文化

抵抗风格的式微，世代与阶级模式的过时，亚文化社群的瓦解与认同机制的崩溃，也发展出新的表现形

式、生产机制和互动方式。亚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趋势及想象性认同的建构值得关注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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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后，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赛博空间中的亚文化共同体，亦包含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中。

随着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会贯通，建构亚文化共同体日益凸显着现实意义。中国青年亚文化与主流

文化应该在保持各自风格特色的前提下和谐共处，甚至形成合力，使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更加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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